中國海洋安全觀研析
海軍中校　曹少滋
提　　要：

一、中國海岸線18,000餘里、海域面積約300萬平方里，由海洋入侵之威脅，自明

朝後逐漸增加，且威脅程度也逐漸增強，經統計重大入侵計有16次；其原因為早

期的威脅大多來自西北的疆域，故衍生出塞防重於海防的觀念，也因此影響了中

國的爾後海洋安全觀的發展。

二、中國的海防安全觀存在著嚴重的隱憂，在保守與被動的海防思想上，產生了

「優勢兵力建立不足」、「島嶼經營未受重視」及「海洋控制欠缺積極」等問題

。

三、1980年代，中共海軍戰略思想之轉變，劉華清大力提倡海軍朝現代化之目標

發展，然而其海防思想與實際發展產生矛盾，致使其發展仍然受限。

四、目前中共雖然經濟發展力提升，其艦隊已經有遠赴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的能

力，但有關軍事科技、海洋綜合管理機制未臻完備，因此中共勢必重新思考其遠

洋武力的建構標準，以及相關配套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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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北自中、韓邊界、南至南海諸島，海岸線綿長，自黃海、東海至南海，海域

廣袤；然而中國的歷史上，鮮少有走出這片綠海的紀錄，除了在明、清兩朝，因

為鄭和下西洋及列強的入侵，才讓中國有機會接觸到大洋的深與廣。中國自古以

來，一直都是一個陸權國家。受儒道禮教的影響，發展出雄厚的大陸文化，但並

不鼓勵往海上發展，所以，海防安全思想，實則隱匿於禮教之內。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認識海洋、開發海洋的能力和深度不斷提升，誰掌握海洋

，誰就掌握打開未來生存及發展大門的鑰匙，各國對維護海洋權益問題高度重視

。海洋安全地位日漸突出，除了緣於海洋已經成為人類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

寶庫、天然國際通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之外，還有兩個重要因素：首先，維護海

洋權益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世界上大約有3/4的大城市、70％的

工業資本和人口都集中在距離海岸線200公里以內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安全和穩定

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根本利益與發展潛力。一方面，海洋對於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

屏障作用，但另一方面，海洋亦可能成為侵略者來襲之主要方向。從國家安全利

益角度出發，海洋的防衛能力是國家安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其次，海洋對

於一個沿海國家未來的興衰榮辱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隨著海洋科學和海洋工程

的發展，沿海各國開發海洋的規模日益擴大，並給許多國家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

益；各沿海國家都把控制海洋和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產業，做為增強綜

合國力的一個重要面向。維護國家海洋權益、重視海洋安全，已成為人們關注「

海上生存」的重要內容。因此，對於海防安全，不能僅僅從軍事力量的角度來看

待，而必須從國家的未來生存發展之戰略高度來認識。

貳、中國的海洋威脅、衝突與控制

中國擁有18,000餘里的海岸線、500平方尺的島嶼6,536個、海域面積約300萬平方

里〔註一〕，然由海洋入侵之威脅，自明朝後逐漸增加，且威脅程度也逐漸增強

，經統計重大入侵計有16次(如附表)，控制模式如後：

一、元朝之前

我國地理雖較其他文明地區孤立，但並非絕對的隔絕，自古仍有斷斷續續的對外

交通。中華民族文明之發展，由西北而東南、由黃土高原、江河平原而至海洋，

因此中外交通，早期多以陸路為主，海道為輔。由殷墟出土的遺物，如鯨魚骨、

海龜甲等得知，我國自商朝開始，便已與海洋有著密切的關聯〔註二〕。

秦、漢時期開始，中國版圖確立，海洋活動也開始興起，漢朝並設置「侯官」、

「海丞」等官銜，負責海洋及海關之管理；唐、宋時期，由於海外貿易促使港口

城市迅速崛起，南宋時，更加注重海防體系的建設，並設立了「沿海制置使司」

及水軍要塞，在「武備總要」中記載，當時的水師，巡弋範圍已達西沙群島附近

海域〔註三〕。

元朝時，由於地跨歐亞大陸，因此掌握了中西海上及陸上的交通，同時也獨佔中

西貿易，當時西方國家曾多次遣使節或商團來朝，最著名的就是義大利人馬可波

羅，抵元朝達17年；然於興盛的海上貿易之下，元朝的兩次海上用兵均以失敗收

場。

(一)第一次為1274年及1281年二次遠征日本，雖然擁有強大的登陸部隊，但由於

無法掌握氣候而遭致失敗。

(二)第二次為1292年遠征爪哇，由於沒有良好的補給觀念，遭致失敗〔註四〕。

中國自古就有海運的觀念，到元朝前，就以強大的海上貿易船團獨佔世界商機，

但當海洋出現威脅或衝突時，並未能真正解決問題，原因出在元朝之前的各朝代

，多以陸權思想看待海洋問題，即使曾有朝代建立較具規模的「水師」部隊，然

亦僅限於控制內河或局佈淺海；另外，會造成中國不重視海洋的原因，主因係為

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但如此的海洋安全觀，影響了爾後中國的命運。

二、明朝

從14世紀到17世紀的明朝與海洋的關係，與前朝有著天壤之別的差異；明初的中

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註五〕，擁有強大的艦隊，以及良好的海上補

給線觀念，當然包括造船技術、經濟力量等，構成中國少見有積極海洋觀的朝代

。明朝的海洋控制分成三個階段：

(一)初期－鄭和7次下西洋

1402年明燕王朱棣於內戰中取得勝利，登基稱帝年號「永樂」，帝號成祖，為明

朝開啟新的紀元；次年，成祖下令建造龐大的艦隊，預定前往南中國海及印度洋

港口；這個計畫的目的各家說法不一，但於《明通鑑》中提到：「建文帝之出亡

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鄭)和蹤跡之」〔註六〕。從1405年至1433年，由宦

官鄭和擔任艦隊的指揮官，7次遠征海外，其中第5、6次遠航抵達非洲木骨都束，

造成的效益包含重新打開印度洋及波斯灣元朝中斷的貿易線，另因鄭和的寶船艦

隊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因此打擊了東南亞海域的海寇非法貿易組織，並為合法

貿易打開了海上的通路。七次的遠航，讓明帝國財政豐潤盈滿，更解決內戰時的

經濟問題，當然在戰略上，也對當時中亞崛起的「帖木兒汗國」實施了海上封鎖

。

1424年夏天，成祖駕崩，雖然爾後的宣宗因見於貿易衰退，令60歲的鄭和指揮第

七次遠航，鄭和於1427年以62歲之齡病逝海上，雖然萬國來朝與國外經貿恢復，

但隨著明朝的腐化，以及北方陸權的爭霸，使中國對海洋的控制回到了原點〔註

七〕。

(二)中期－倭寇之亂

早在明初時期，日本的失意武士成了倭寇，經常騷擾中國本土，但由於明太祖至

明成祖時期，均有強大的海、陸軍隊，因此倭寇無法形成威脅，例如1417年，成

祖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出海勦捕倭寇，在明軍陸、海

軍的配合下，給倭寇極大的打擊〔註八〕。但1467年開始，日本發生「應仁之變

」，進入戰國時期，地方諸侯混戰，直到1573年才平息，此時，大量的武士因戰

爭失敗而成為浪人，生活上無依無靠而當上了倭寇，但這些浪人集團大多有豐富

的作戰經驗，因此戰力十分強大，再加上與中國的海盜及商人聯合，肆虐於沿海

，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稱為「嘉靖大倭寇」時代；此時，明朝在控制此

一衝突的方式，為誘敵深入，並以陸戰殲滅之，但卻陷入被動，且使沿海富饒地

區備受蹂躪，不但戰鬥艱苦，對國力亦造成極大的消耗。雖然在名將俞大猶、戚

繼光的努力下，控制了倭寇侵犯，而日本豐臣秀吉也因爭伐朝鮮，將民間海上武

力轉化成正規海軍，使倭寇來源亦有所減少〔註九〕。另外，在16世紀末，原本

與日本合作的中國海盜因勢力日益壯大，逐漸吞併倭寇的生存空間，最後在海盜

及官軍的雙重壓力下，倭寇被逐出中國海域，而取代明朝水師與倭寇主宰明朝海

洋的，遂成中國的海盜。

(三)末期－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鄭氏家族

荷蘭共和國於1602年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stindische Compagnie簡

稱「VOC」)，總部設於印尼的巴達維亞，目的在與西方各國爭奪東亞的海上經貿

霸權。1600年荷蘭於菲律賓外海擊沉西班牙的改裝戰艦「聖地牙哥」號，其實力

開始趕上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註十〕；1602年6月荷蘭艦隊司令韋麻郎(Wybran

t van Waerwyk)由阿姆斯特丹率艦隊發航前往東方，期間聽取漳州海澄人李錦及

商販潘秀之建議，佔領澎湖做為前進中國的基地。韋麻郎抵澎湖時，正逢無汛兵

防守季節，艦隊則長驅直入澎湖；明朝海防將領都指揮使司沈有容，奉命領兵前

往澎湖與荷蘭人交涉，韋麻郎因無法得到補給，於1604年12月離去。而荷蘭東印

度公司仍不放棄建立中國沿海基地，1622年再次攻佔澎湖，然明朝欲派兵驅逐，

在海盜商人李旦及鄭芝龍的調解下，荷蘭人改佔領台灣；1624年8月荷蘭人自鹿耳

門登陸台南安平，於鯤身島建奧侖治城(Orange)，開始了荷據台灣 38年的歷史〔

註十一〕；荷蘭之舉，卻未造成明朝海防上的疑慮。

前面曾提到，中國的海盜曾經與倭寇合作，逐漸建立自己的力量。最早建立勢力

的為安徽人王直，爾後在1559年遭誘捕於杭州處斬，王直卻在日本九州平戶島成

為開拓海洋的傳奇人物，受到當地人的尊重〔註十二〕；17世紀初，另一位海盜

商人建立起新的海洋勢力，就是鄭芝龍，當時正值明末國力衰退。1628年，思宗

繼位，朝廷招撫鄭芝龍成為明朝的水師將領，在鄭氏水師的強力控管下，打擊了

襲擾中國沿海其他海盜勢力，其中最具代表的為1633年9月於金門料羅灣的海戰，

鄭芝龍的水師擊潰了荷蘭駐台第三任總督普特曼斯的艦隊，以及海盜劉香的船隊

，此後並要求荷蘭不得再進入中國沿海地區從事貿易活動〔註十三〕。鄭氏家族

在明末由海盜轉換成朝廷的海上武力，對於東南沿海之穩定，發揮了極大的功效

。

1636年東北女真族皇太極建國號為「清」，傳至順治帝時，清軍大舉入侵明朝；

1645年清軍攻佔金陵，擒虜明福王，明帝國日落西沉。鄭芝龍降清後，其子鄭成

功與部將陳輝、張進及施琅等人，於廈門及鼓浪嶼一帶豎起反清復明的旗幟大事

募兵，開啟了明鄭與清朝的戰爭〔註十四〕。1657年鄭成功北伐金陵慘遭敗北，

遂退回金門、廈門一帶，鄭成功有感兵力耗損，故計畫揮軍台灣，以做為長期與

清朝作戰之基地；1661年4月鄭成功大軍由荷蘭通事何斌引導下，通過鹿耳門水道

直撲台南，1662年2月1日荷蘭戰敗，於普羅民遮城簽訂合約，戰爭結束〔註十五

〕，爾後的22年，中國的海上貿易大多都在鄭氏或其部屬的控制下〔註十六〕。

三、清朝

清朝為東北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對於海洋的認識，遠不如明朝；清初時，運用明

朝的降將建立水師，並與鄭氏的水師發生史上第一次的海上大型會戰，戰爭勝利

後，清朝成功的控制了中國海洋〔註十七〕；但清朝進入中葉後，由於鎖國政策

及政府腐敗，導致清末時期，海防盡失西洋各國及日本紛紛自海上入侵，導致清

朝喪權辱國、財務空虛，最後走上覆亡的命運。

清朝的海洋控制分成三個階段：

(一)初期－平定鄭氏家族

1681年清康熙帝排除各大臣眾議，任命降將施琅為攻台統帥，並給予施琅「相機

進取」的機動用兵權；1683年6月14日，施琅統兵2萬、大小戰船300餘艘，由銅山

出發直指澎湖，明鄭由劉國軒率澎湖水師出海迎敵，會戰結果明鄭水師戰敗，劉

國軒率殘餘部隊逃回台灣，西嶼守將吳潛自戕，施琅大獲全勝，順利登陸澎湖〔

註十八〕。

從清朝與明鄭雙方所留下的紀錄來看，這場戰役中雙方總計投入近3,500餘水、陸

官兵，400餘艘的各式船艦，如此龐大兵力的對決，可稱空前絕後；鄭氏的海上勢

力也在此役中覆沒，清朝終於控制了中國的海洋。

(二)中期－鴉片戰爭與自強運動

當清帝國收回台灣後，中國的船隊逐漸退出了世界舞台，淡忘了海防的重要性，

並更以鎖國政策封閉了中國；這種思想，嚴重將中國由原先的領先世界，轉為落

後西方100年。這100年，歐洲發生工業革命，機器取代人力，以海防而言最明顯

的就是由三艉竿戰艦進入了蒸汽鋼鐵砲艦的時代。1821年道光帝繼位時，鴉片走

私成為日益嚴重的問題，由1821年的4,000餘箱，到1839年間已爆增到4萬餘箱。

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因而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令清

朝財政枯竭，國庫空虛，更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經大臣的建

議，道光帝要求嚴禁鴉片，而英國內閣以商務受阻及英國人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

由，任命懿律為英軍總司令，率領英國艦隊40餘艘戰艦及士兵4,000人抵到達中國

海面；1840年6月鴉片戰爭開始，英國侵入浙江要港，又攻下長江的門戶吳淞，迫

近南京，道光帝派耆英為欽差大臣，與英軍交涉；1842年8月29日，中英雙方簽訂

《南京條約》，戰爭結束。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朝海防開始喪失，同時開啟了

不平等條約的時代〔註十九〕。

西方列強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開始知道中國國力已衰敗。隨著太平天

國之亂、捻亂及回變等大規模內戰後，清帝國部分有志之士開始覺醒，遂建議學

習西洋軍事以強化國防，「自強運動」於是展開；由於西方威脅來自海上，迫使

中國朝野必須重視海防，建立新式水師成了清朝國防建設的重點，其代表人物為

李鴻章。興建新式水師的過程中，相當曲折與困難，加上清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

，致使新式水師建設表面上雖頗有成效，但實際上卻非如此〔註二十〕。

(三)末期－清法戰爭與甲午戰爭

測試軍隊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戰爭。清末自強運動中建立了南洋及北洋水師，是

否真的能發揮海防功能，由兩次衝突中便可驗證。

1882年法國向越南北圻、河內出兵，次年法軍與民團劉永福之黑旗軍於河內發生

衝突，清法戰爭展開。1884年6月清朝與法國之戰役開始涉入台灣，法國組成遠東

艦隊，由孤拔(A. Courbet)為艦隊司令；同年7月南洋水師奉命駐守馬尾，法軍指

派8艘戰艦抵達閩江口，實施封鎖。主掌水師的大臣張佩綸卻試圖避戰，故福建船

政水師始終退守港口，未發動任何攻擊，因此遭法軍逐一擊沉，清南洋水師幾乎

全軍覆沒〔註二一〕。負責台灣防務的劉銘傳以陸上消耗戰來應付法軍登陸部隊

，使其戰力不斷削弱；

1885年3月，清朝名將馮子材於越南諒山一役擊潰法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4月

法軍宣佈並停止一切戰鬥行為，戰爭結束〔註二二〕；此為清朝末年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對外國作戰獲得勝利，但南洋水師的覆滅，也成了檢驗中國初

建海防的試金石。

1868年日本於明治維新後，建立以天皇為核心之憲政體制。1869年3月15日，明治

天皇頒發「宣揚國威之御筆信」，誓言「開拓萬里之波濤，宣揚國威于四方」為

其治國之施政方針〔註二三〕，而鄰近衰弱的朝鮮，成為掠奪之對象。1876年清

朝與日本因朝鮮問題形成對立，北洋大臣李鴻章認為不應升高衝突，故請英國及

俄國出面調解，然清、日兩軍都在朝鮮逐漸增加兵力；

1894年7月25日，清朝北洋水師，由牙山駛返天津時，於豐島外遭日本艦隊襲擊，

向英國僱用之「高陞」號商船遭擊沉；清朝於8月1日正式向日本宣戰，甲午戰爭

展開。同年9月黃海海戰爆發，清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艦與日本聯

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所率吉野、松島快速砲艦等於黃海對決，結果北洋水師受創

嚴重，日本聯合艦隊主動脫離戰場，勝負無法分出；但爾後在後勤維修上，日本

卻在5天內恢復整備，重新返回戰場，並於1895年2月以海上封鎖、陸上攻擊的戰

法，殲滅了北洋水師〔註二四〕。清朝於海、陸戰鬥中接連失利，已無力回天；

1895年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鴻章與日本大臣伊藤博文於日本下關簽定《馬關條約》

，台灣、澎湖割讓日本；北洋水師則撤銷番號，參戰官兵接受嚴處。自強運動建

立的新式海防兵力，可說全軍覆沒。爾後庚子拳亂時，八國聯軍自大沽口入侵北

京，當然更肆無忌憚，八國聯軍後不多時，1911年清朝結束統治。

四、民國

從民國建立後，中國大多處於內戰狀態，1929年中原會戰後，原本海軍部提出一

份六年造艦計畫，時蔣委員長則指示預計15年內建立60萬噸的艦隊，成為世界第

一等的海軍〔註二五〕，然因在近岸防禦的思想及經費短缺的因素下，到1937年

抗戰爆發前，海軍共有艦艇57艘計44,298噸，僅比1928年僅增加1萬噸。民國的海

洋控制如后：

(一)對日抗戰時期(1937-1945年)

威脅依然來自海上的日本，中國沒有海洋控制的能力，只能將艦艇自沉於江陰以

封鎖長江，其餘只能以魚雷快艇襲擊或佈雷方式，實施有限的抵抗。

(二)國共對立時期(1945-1976年)

二戰結束後，中國利用由戰敗的日本接收之艦艇，以及英、美贈送的艦艇，重新

建立海防力量，但接續的內戰，導致中國無法恢復海洋的控制；1949年6月開始，

由國府海軍執行港口關閉，爾後中共建政初，東南沿海之控制權仍由國府掌握。

當時中共的海上威脅來自美國與台灣，雖然於1950年海軍會議上制定三年計畫，

建立飛(海航)、潛(潛艇)、快(快艇)為主的海軍，主要為配合陸軍進行反登陸戰

〔註二六〕。然於

1954年8月國軍以火箭攻擊艦(聯智、聯仁、聯勇)進入銅山港實施突擊，以及195

5年2月由國軍艦隊指揮官黎玉璽率4艘太字型護航驅逐艦進入台山列島海域，掃蕩

中共砲艇〔註二七〕，顯示出中共海防的無力。

1958年8月的金門戰役，中共因無法以岸砲及魚雷快艇有效控制金門附近海域國軍

依然能控制海洋，以艦船完成戰地之運補，致使中共未能順利奪取金門〔註二八

〕。由於各項科技的進步，中共逐漸建立了戰管系統並用於海洋的監視與控制，

由1965年發生於台海的三次海上衝突可發現，國府的艦隊無法像過往一般，能直

接控制中國沿海，但此時中共因文化大革命，所有發展海洋的科學及技術，再度

倒退。而在後文革時期的1974年1月，發生在西沙永興島的中越海上衝突，讓中共

更確定必須建立現代化海軍〔註二九〕，才能有效控制海洋，以建立海洋安全體

系。

參、中國海洋安全觀之評析

中華民族崛起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隨著版圖逐漸的擴大，開始走向沿海，但

因地緣關係所致，早期的威脅大多來自西北的疆域，衍生出「塞防重於海防」的

觀念，也因此影響了中國的海洋安全觀的發展。我們由中國的歷史歸結出以下的

中國海洋安全觀：

一、保守思想衍生之海禁政策

(一)天朝自居及儒術道統想法

中國地大物博，自古中國人便把中國認為就是全世界，因此稱之為「天下」；春

秋時代的孔子在論語中曾提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以及「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表示出遊會妨礙重要的家庭責任，並認為商業在先天上是卑

賤的。西元二世紀時，漢朝統一中國，儒家思想成了上流階層的道德規範及帝國

官僚體系的基礎，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漢朝旋即賦予出仕與業農為良民的崇高

職業，而商業及貨品交易相對地則被歸為剝削及腐敗，在士、農、工、商中，商

人被排在工人之後，可以顯示出中國商人的地位；「尊王攘夷」，更是中國各朝

軍人的建軍思想，而與外邦接觸亦被列為不必要的。因此，中國在文化及道統的

影響下，對於向海外發展並不支持，商業的活動國家也並不熱衷，雖然中國早就

有建造大型船舶的能力，但與15世紀歐洲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及荷蘭等國，所

擁有冒險犯難的海外拓展思想，當然有著天壤之別的對比。

(二)迴避現實威脅之海禁政策

中國對海洋發展的不熱衷，也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海洋控管模式，因此當威脅於

海上產生，或海洋控管失調時，便以保守的方式應付，也就是實施海禁政策。例

如明朝建立之初，倭寇為患，為維持治安、鞏固政權起見，乃採取海禁政策，禁

止一切私人海外貿易，僅准朝貢貿易，拒絕外國商賈來航，並對外島採取遷民徙

地之舉，但結果使濱海地區經濟陷入困境，當地人民迫於生活所需，不得不私通

販海商人，因此形成了更多的海盜及走私集團〔註三十〕。清初因須消滅鄭氏海

上勢力，亦於1661年發佈遷界令，以斷絕中國沿海地區以物資接濟鄭氏，然海禁

使得商業停滯，華中的生絲、絲織品等物資，無法出口換取國外的白銀、銅等，

白銀的缺乏使得中國社會、經濟發生動搖，三藩之亂後，中國的財務濱臨匱乏〔

註三一〕。

二、被動的、消極的海防思想

(一)誘敵深入陸地殲滅之海防模式

由於中國對海洋的保守觀念，當威脅升級時，所採取的是誘入陸地，以陸戰模式

殲滅之。明朝鄭若曾所著之「江南經略」中提到「若縱之深入、殘害地方、首當

坐罪，是為下策〔註三二〕。」明朝剿倭寇名將俞大猶、戚繼光之海防模式，在

江南大建防禦式城寨，付出相當大的成本，在追剿倭寇的過程中，不僅戰鬥艱苦

，且倭寇經過之沿海富饒之地也遭到蹂躪〔註三三〕；清末西方國家自海洋入侵

，造成京城洗劫一空的浩劫，嚴重影響中國的主權及經濟；中共建政時，則依然

以此種模式建立海防體系。

(二)守岸優於守海、守海優於守洋的觀念

就如前面所述，中國並沒有實際上以強大的艦隊殲滅威脅於水際的紀錄；取代船

艦的，則為沿岸的砲台或陣地，然而固定的工事在防衛海上威脅時，缺乏主動性

及機動性，當入侵力量迴避或繞過砲台、陣地時，則失去防禦能力。最佳的例證

就是二次大戰時，德軍繞過法國的馬其諾防線，由亞爾丁高地入侵；另外，在19

世紀初的英、法尼羅河口海戰中，法國艦隊只固守亞歷山大港，不願與納爾遜的

艦隊作戰，最後遭到夾擊而潰敗，而主動出擊的英國卻在此役大勝後，掌握地中

海的控制權，並阻斷法軍埃及遠征軍的補給線。

(三)被動建立的海上武裝力量

當前述模式都無法維持海防安全時，中國仍會建立海上武裝力量，但建構的正規

武裝力量，發揮的功能卻是有限的，如清朝的南、北洋水師；然而，由降將、海

盜歸順後的武力，反成為能夠控制海洋的力量，如明朝的鄭芝龍、清初的施琅等

。另外，中國也曾企圖建立「傭兵」模式的艦隊，如清朝的英國「阿思本艦隊〔

註三四〕」，但其功能一樣不彰；一直到近代，中國仍在被動的狀況下，才會建

立正規的海上武力。

三、中國海防安全的問題

綜上所述，中國的海防安全觀存在著嚴重的隱憂，為海防與海權未結合的海洋控

制模示。雖然「海防」由字面上解釋係為防禦或防守，但海防之目的仍在於海洋

控制，馬漢的《海權戰略論》中提到，海洋控制的條件必須要具備強大的海軍實

力、攻勢作為、海外擴張及制海權〔註三五〕；中國在保守與被動的海防思想上

，產生了以下的問題：

(一)優勢兵力建立不足

由於被動的建軍觀念，除了明成祖或少數時期，中國的海上兵力始終處於劣勢狀

態。清末在李鴻章的努力下，終於建立了北洋水師，當時號稱亞洲第一艦隊，但

隨著時間流逝，艦船老舊、航速降低，至甲午戰爭爆發前，與日本聯合艦隊相比

已無法佔有優勢，因此李鴻章思以「保船制敵」的作戰構想來控制黃海，但當兩

軍接觸時，佔有航速快及火砲射速快優勢的日本取得戰機，而給予北洋水師嚴重

的打擊。

民國後，日本優勢的海上兵力仍控制中國沿岸，尤其1937年後，我對外港口幾乎

都在日艦的控制下，中國對外的交通線全遭封鎖，因此只能由西南地區開鑿公路

對外聯繫。其最大問題在於中國知道威脅依然來自海洋，但自清末甲午戰爭後，

卻沒有再建立像樣的海上武力，導致中國的海洋始終無法由自己控制。

(二)島嶼經營未受重視

由海、陸的武力相互協同支援，當然亦是海防的極佳模式，馬漢的《海權戰略論

》中提到，當艦船離開本土時應該取得「永久位置」，而永久位置亦可稱為「作

戰基地」，對於兵力集中、交通線及內線產生影響〔註三六〕，而島嶼就是最佳

作戰基地的選擇。例如英國地中海的馬爾他島，以及美國的關島等，都是最佳的

島嶼基地及戰略位置。中國在過往對於島嶼的經營並未重視，如明初的海禁便讓

澎湖群島自生自滅；另外，1946年11月，西沙及南沙群島雖然由國府派永興、中

業等艦相繼接收〔註三七〕，但爾後除部分島嶼其餘並未經營，如今已遭各鄰國

爭相搶佔。

(三)海洋控制欠缺積極

由前面的各例證中得知，制海兵力的不足、保守的海防觀念下，衍生的就是不積

極的海洋控制。中國的海洋控制直到1986年1月中共劉華清提出的「捍衛領海主權

、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之構想，並以「近海防禦」為目標〔註三八〕，始建構較

積極的海上控制力量；但因目前國際環境複雜，且依據聯合國有關規定，維護專

屬經濟區的權益不應動用軍隊，必須由行政執法隊伍擔任，如果使用軍事力量，

將擴大衝突，並使問題更加嚴重，然現今中共之海洋維護部門力量不足，難以取

得明顯的效果〔註三九〕。

肆、中共海洋安全的實踐

自1840年至1940年間，由海上入侵中國計有479次，較大規模計84次，入侵船艦1

,860多艘，入侵兵力47萬餘人，中國蒙受了百年的奇恥大辱〔註四十〕。中共在

改革開放後，除了全力發展經濟外，亦實施四個現代化建設；1980年代，海軍戰

略思想之轉變，開始扭轉中共海軍的發展方向，劉華清大力提倡海軍朝「電子化

、自動化、導彈化、核子化」之目標發展；另外，中國需建立邊防、公安隊伍及

海上民兵的一體海防力量，以及陸上基地、海上基地及後方基地「三防」的海防

工事〔註四一〕，以強化整體海防安全。目前中共海洋控制之實踐如後：

一、持續進行海軍的現代化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8年4月7日至9日於海南島舉辦「博鰲論壇」前，親赴三

亞港視察南海艦隊駐軍部隊，胡錦濤並登上「中華神盾」海口軍艦校閱，並在訓

示時指示：「要深化軍事鬥爭準備，切實加強部隊全面建設，以打贏資訊化條件

下，海上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不斷增強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

務的能力」〔註四二〕。過去十年中共海軍一直朝著精簡化及現代化發展，淘汰

老舊的艦船，代之以少數但先進的船艦。如中共向俄羅斯訂購四艘現代級驅逐艦

，以及自行研發的中華神盾艦、093及094型核動力潛艦等，今年4月航空母艦使用

的RO-110重型燃氣發動機成功研發，顯示中共海軍繼續朝現代化邁進。

二、海外基地經營與建設

美國博思顧問公司在2004年底提出中共的「珍珠鏈」戰略〔註四三〕(String of

 Pearls)一詞，其意義為中共為確保來自中東的石油供應無虞，不受美國等因素

阻撓，沿海上油路建立一系列之海上據點，以突破「麻六甲困局」。美國國會報

告中提到，中共以港口與機場建設、外交連結及武裝力量構成「珍珠鏈戰略」本

質，其模式為於印度洋迄南海海運航道上建立一系列軍事據點。如巴基斯坦的瓜

達爾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拖特港、緬甸的科克島及柬埔寨的哈努維爾港等；另外

中共亦在西沙永興島、南沙永曙礁、渚碧礁等建設永久性的島礁建築，並增建機

場及雷達站等軍事設施。在2007年3月巴基斯坦舉辦的「和平－07」聯合多國軍演

中，中共海軍亦編成特遣支隊前往參演，演習中中共艦隊未派遣補給艦(AOG)隨行

，而是於斯里蘭卡可倫坡執行境外物資補給，以驗證其珍珠鏈戰略之實踐性。

三、強化南海問題處理機制

2002年中共與東盟南海周邊國家簽訂未具法律效果之「南海各國行為守則」，然

2005年11月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越南，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洽談租借亞洲最佳

之深水港－金蘭灣〔註四四〕。雖然中共號召南海周邊國家以「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處理南海問題，但各國都面臨「既衝突又合作」的弔詭局面；2008年4月，

094晉級核子攻擊潛艦出現在海南島三亞基地，由美國及印度軍方分析，其真正目

的當然並非單純的海上測試〔註四五〕，而是期望藉此建立威懾力量，以加強對

南海之控制力。

伍、中共海洋安全未來發展的侷限

一、海防思想與實際發展之矛盾

(一)中共現代的海防思想由「中國之馬漢」劉華清建構，在其回憶錄中提到：「

中國的海洋戰略，是為了防禦來自海上的侵略，而不是為了擴張〔註四六〕」。

近年來，中共不斷發展遠洋海軍武力，也不斷提升其核子攻擊潛艇的核打擊力量

，如此當與其海防思想產生矛盾。中共當然想成為崛起之大國，當然想發展其遠

洋控制能力，然美國目前以「全球最大威脅」來檢視中共，自必加強對中共的制

壓及監視；西方各國對中共的海洋觀產生更多的疑慮與限制，當中共需要引進新

式海上載台、動力系統或戰鬥系統之技術時，亦將遭受相當限制，此為中共自我

產生的矛盾問題。

(二)劉華清認為中共的海洋控制範圍，未來第一階段必須跨出第一島鏈(阿留申群

島、千島群島、日本、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印尼)，爾後逐步壯大，第二階

段進入第二島鏈(千島群島、日本、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入群島、加羅林群島)

〔註四七〕。以固定的地理範圍來界定海上的控制區的階段性，仍顯示出濃厚的

陸權觀點，雖然陸地上的武裝部隊會考慮到地形與戰區，但海上的水手必須考慮

到更寬廣的條件，畢竟海上沒有地形，如此將侷限中共的海洋發展〔註四八〕。

二、台灣問題仍為海洋控制隱憂

台灣歷來就有「東南之鎖鑰」之稱，為中共跨越西太洋第一島鏈走向太平洋的重

要門戶，更是戰略要地及海防屏障。目前兩岸關係在民國97年5月20日後開始緩和

，但中共仍然認為兩岸統一決非單純的內政問題，美國仍是最大的干預隱憂，「

反介入(Anti-access)戰略」〔註四九〕就是中共讓美軍無法介入台海的一種防禦

模式；其係以核子彈道潛艇或二砲部隊，在美海軍航母戰鬥群將介入台海時，以

遠程精確打擊攻擊、干預、拖延支援部隊投入，但此舉勢必引起中共、美國間更

大的海上衝突；另外，亦顯示中共的近海防禦構想，無法支撐更周延的海洋安全

控制。

三、官僚腐敗包庇海洋走私及違法

中共的刑法、海關法以及有關政策法律的指示等，都對走私、偷渡等違法行為有

明確的律定；然於福建、廣東沿海，走私及偷渡已成了組織、且管道廣泛的活動

，嚴重破壞沿海之治安，其中最嚴重為廣東海域，以惠東縣為例，最高峰每天就

有走私貨船

20-60艘進出，運送私貨達10萬噸以上〔註五十〕。走私及偷渡當然嚴重危害國家

利益，更造成巨額資產外流；無法有效打擊相關集團，其主因之一為基層部門因

貪圖利益，包庇走私及不法集團，成為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更造成海

防上的空洞。中共雖然建立了海軍及公安隊伍，以負責沿岸及近海的巡防任務，

但由於內部官僚的貪腐，對近岸的控制形成嚴重的障礙，也更顯示出中國最基本

的海防安全有明顯的漏洞。

四、分散管理之海洋控制產生諸多弊端

七○年代之前中共採取護航、護漁、反敵破壞為主的軍、政聯防軍管體制，七○

年代之後，則轉為以海洋、漁政、海關、海事、海警、環保及邊防為主的分散性

行政管理體制，但因參與海域管理的部門眾多，形成多頭馬車的情況，產生管理

上的弊端。中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之律定，海上防衛由中央軍事委

員會及其領導下的各級軍事機關實施領導，海洋管理由國務院及其領導下各級行

政機關，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及領導下的各級軍事機關共同實施領導〔註五一〕

；然海洋管理存在著許多不同部門的管理問題，包含交通部、公安部、國土資源

部等廿多個部門，這些部門既有「中央軍」又有「地方軍」，分佈於沿海各地，

互不隸屬，形成縱橫交錯、各自為政、相互制約的模式，造成海洋控制不彰。

陸、結語

中國在過往海洋安全觀念的影響下，產生保守及被動的海防思想；因此，由明朝

末年開始，來自海洋的入侵成為中國最大的威脅，其中又以位居東北亞的日本為

最。中共建政之初，在海洋的經營及控制上，也並沒有較積極及深遠的作為，八

○年代之前，仍是以「誘敵深入」的被動模式處理海洋威脅。1978年改革開放後

，在劉華清及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始有建立現代化海軍的計畫，就在逐步提

升海軍戰力的同時，加強其遠洋投射力量卻讓歐、美國家產生「中國威脅論」的

疑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然給予壓制及監控；中共本身在海防觀念的認識

上，也並沒有跟上歐、美先進國家，因此，研發適合中共需求的海洋安全控制模

式，將海權與海防結合及運用，才能適合國情、符合國際需求。其積極作為研判

如後：

一、建立新海防安全觀

中國過往因陸權觀念影響，對海洋的控制存有不正確的觀念；中國能否擁有海權

，不僅是經濟力量、科學技術和海上軍事力量的問題，而是海防與海權結合的觀

念。海防的觀念主要包括地域、職能、時效和從屬地位等四個內容。按照「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以往以領海和海岸為主要地域組織海上防禦的傳統海防觀念顯

然已經過時了，隨之而來的是範圍更為廣闊的海洋管轄地域；海防職能也不僅僅

是抗擊來自海上敵人的入侵，而且還應當包括保衛國家海洋島嶼主權和維護海洋

權益；中國人必須要樹立「海洋國土」、「海洋經濟」「海洋防衛」之觀念〔註

五二〕，同時更要突破傳統的陸防為主、海防從屬的思想，確實將海洋建設立於

國家發展建設的重要位置。

二、建立海洋武警制度

中共的專屬經濟區中，有1/3與周邊國家重疊；當處理走私、偷渡或目前再度死灰

復燃的海盜問題時，如果運用海軍武力解決，將因情況複雜而使事態擴大。美國

國會於2000年7月通過了「2000年海洋法案」，成立了由總統任命的「聯邦海洋政

策委員會」，負責全面考察及評估海洋法律及加強海洋合作相關項目。美國建立

起世界上最強大的海岸警備部隊，平時負責實施海關、交通、環保、海事、科學

調查等海上活動之管理，包含打擊走私、海上救助、導航、航行管理及安全保障

、防止偷渡、防止海洋污染及保障海上娛樂遊艇安全等。中共目前因軍事力量逐

漸崛起，維護專屬經濟區的權益更不應動用軍隊，然現今中共海洋維護部門力量

不足，應建立海洋警衛部隊，以有效解決問題；中共軍方亦指出，可考慮從海軍

抽出部分兵力，專責近海防衛，與海監、魚政、海事、邊防、緝私等單位，建立

一支以200浬專屬經濟區為活動範圍的海上警衛部隊，與解放軍海軍相互配合，提

升海洋安全。

三、合適的遠洋機動能力

由亞丁灣經印度洋、麻六甲海峽進入南海，是中國最重要石油海上交通線，2003

年中國進口石油為1億噸，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依照推算，至

2020年時中國之進口石油將超過3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註五三〕；

因此保障海洋交通線，成為中共海洋控制的最重要任務；建立控制海洋的能力，

能將武力投擲到所望的區域，是中共目前最需要、也最期望發展的。中共海軍雖

早有遠航訓練或敦睦訪問的經驗，然真正建立遠洋艦隊，是綜合國力的最高表現

，其背後需要政治、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後勤補給等全面性的支持，因此

中共必須深思熟慮，重新思考其遠洋武力的建構標準及相關配套作為。

21世紀的全球化海權觀念為：「以經濟利益為基本因素，以國家主權為正當化目

標，而軍事運用為競爭之主要手段〔註五四〕」。中共以其快速發展之經濟為後

盾，逐步實施軍事現代化，其希望透過「海洋控制」及「兵力投射」等手段，以

維護海洋權益及建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影響力；然而在諸多的現實條件下，是否

能夠真的掙脫以往中國的海防模式，建構屬於自己的海防與海權相結合的安全機

制，中共仍有許多必須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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